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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也会增加二氧化碳排放。为了避免中国
重蹈加入 WTO以后碳排放量急剧增长的覆辙，防止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打“低碳牌”来遏制“一带一
路”战略的推进，中国必须平衡经济增长和碳减排的关系。从协同的视角对中国经济增长与碳减
排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构建了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计算了中国的协同度并探
索了影响该复合系统协同度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 2000—2013 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协
同度先降后升，协同度较弱但整体趋势向好;能源强度以及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是影响中国经济增
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打造低碳化的“一带一路”的建议
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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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世界经济不景气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的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政府适时提出了“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简称“一带一
路”) 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对于中国打造新的经
济增长引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以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不
可忽视的是，“一带一路”战略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
时也会带来碳排放的新一轮增长。鉴于中国已经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再考虑到以美国为首的
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敌视，中国
需要防范美国等反对势力通过打“低碳牌”来遏制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

那么，面对“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新一轮碳
排放增长，中国该如何应对? 显然，打造一个低
碳化的“一带一路”是必由之路。一方面，随着中
国经济的快速崛起，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中国承担
更多的碳减排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个低碳化
的“一带一路”有助于减少国际社会的负面预期，

有利于中国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另一方
面，中国政府已提出在 2030 年左右达到碳排放
量峰值的目标，在资源枯竭与碳排放空间锐减的
双重约束下，打造低碳化的“一带一路”，促进经
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协同发展是走可持续发展道
路，实现中国梦的题中之义。

但需要指出的是，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以后，

碳排放量急剧增长，至 2007年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
的碳排放国。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1 年中国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34. 88 亿吨，2007 年则达到
67. 92亿吨，增长了将近一倍。面对“一带一路”即
将掀起的投资大潮，如何避免重蹈覆辙，遏制碳排放
的新一轮增长，促进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协同发展
是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课题。基于此，笔者综合
2000—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相关数据，

从协同的视角对中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关系进行
研究。进一步，基于灰色理论，探索影响二者协同关
系的关键因素，以期为“一带一路”的低碳化发展提
供参考建议。

·32·

ChaoXing



二、理论回溯

1．“一带一路”———意义、风险与挑战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引发了国内外热议。

在国际社会，一部分人认为“一带一路”会促进沿线
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鲜血液;而
另一部分人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
划”，是中国挑战美国霸权、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
具［1］。在国内，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消化过剩产
能、调整外汇储备结构、促进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以
及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2－3］。考虑到“一带一
路”战略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更多学者对“一带一
路”战略可能存在的风险与挑战进行了研究。总体
来看，学者们认为存在三类风险。

其一是政治风险，包括地缘政治风险、战争风
险。“一带一路”建设将深入到多个区域安全高风
险地带，易引发美俄印等大国战略冲突。例如，美国
重返亚太战略使得南海局势日益紧张; 中东地区动
荡的政局、恐怖主义活动、教派冲突等风险将持续存
在［4］。其二是经济风险，“一带一路”战略主要以基
础设施建设为主，但基础设施建设一般投资大，回收
期长［5］。在工程项目实施层面也面临着诸如体制
政策风险、跨文化管理风险以及经济形势与政局变
动风险［6］，这些都会给工程项目的营利性带来极大
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其三是道德风险，由于“一带
一路”沿线各国经济发展差距很大，且政局动荡，难
免会存在某些国家为谋求自身利益，借力“一带一
路”，口惠而实不至，损人利己，造成道德风险，影响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7］，如斯里兰卡单方终结
“海港城”项目建设，缅甸搁置密松水电站建设等。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
性和面临的风险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但在具体的
战略推进过程中，仍然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碳排放问题便是其中之一。由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依此不难预测，中
国的碳排放也会迎来新一轮增长而且还将直接增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排放水平，因此将会形成
新的国际碳减排格局。还需要指出的是，至 2015

年，中国的排放总量会达到欧美的总和，至 2020 年，

则会达到 OECD 国家的总和［3］。中国在国际社会
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已失去“弱者”的位置，在
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中，中国必将面临更多的
压力，欧美国家极有可能针对“一带一路”打“低碳

牌”。在这种背景下，协调经济增长与碳减排之间
的关系，建设一条低碳的“一带一路”尤为重要。

2． 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视角下的思考
学界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关系的研究由来

已久，许多研究证实，经济增长与收入水平是推动能
源消费与碳排放急剧增加的主要因素［8－11］。考虑到

经济增长、就业等问题，政府往往是风险厌恶型［12］，

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平衡经济增长与碳排放
之间的关系实为两难。一定程度上，环境库兹涅茨
曲线( EKC 曲线) 给这种两难境地找到了一条出路。

该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早期，碳排放量会随着人均
GDP 的提高而快速增长;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时，环境质量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好转［13］。

EKC曲线所描述的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时
会反哺环境的现象与协同理论有共通之处。协同理
论认为系统是一个由大量子系统以复杂的方式相互
作用所构成的复合系统，若系统中各子系统要素能
很好的配合并协同多种力量，便能集聚成一个总力
大大超越原各自功能总和的新的功能［14］。从协同

的视角来看，经济增长与碳减排是低碳经济建设的
两个主要的子系统。如果能正确地实施提高能效和
调整经济结构的策略，完全有可能在不影响经济效
益的前提下降低碳强度［15］。因此，无论是从理论研

究还是指导“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来看，从协同的
视角对经济增长与碳减排之间的关系进行再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1． 协同度模型
根据协同理论，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关键是

各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这种协同作用决定了系
统演化发展的特征及规律。孟庆松等根据协同理论
最早提出了协调度模型［16］，徐浩鸣对协调度模型进

行完善，正式提出了协同度模型，该模型主要致力于
研究系统内部发展的协调一致程度［17］。借鉴徐浩

鸣的研究，笔者拟构建一个涵盖经济增长与碳减排
两个子系统的协同度模型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与碳
减排之间的协同关系。一个完整的系统协同度模型
由子系统有序度模型和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组成。

( 1) 子系统有序度模型

记经济增长子系统为 se ，碳减排子系统为 sc 。

对于子系统 se 和 sc ，设其发展过程中的序参量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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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hj和 cij ，其中 h和 i分别为子系统 se和 sc中所包

含的序参变量个数，j 代表时间序列序号。对于 ehj
和 cij分别有 βhj≤ ehj≤αhj和 βij≤ cij≤αij ，αhj和 αij

以及 βhj 和 βij 分别为子系统和 sc 的临界点上序参量
的上限和下限，如果没有特定的标准，一般采用观测
期范围内测度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来代替。根据
协同学的序参原理和役使原理，存在 3种功效系数，

即正向功效系数、负向功效系数和适度功效系数。

在功效系数的基础上，可以算出子系统对目标系统
有序程度的贡献值:

Ie ehj( ) =∑
n

h = 1
ωhUh ehj( ) ( 1)

其中，ωh ≥ 0，为序参变量权重系数，∑
n

h = 1
ωh =

1。I∈［0，1］，其取值越大，表明子系统有序程度越
高，即自组织能力越好，系统演化发展越合理。

( 2) 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

假设在给定的初始时刻 t0，子系统 sc 的有序度

为 I0c cij( ) ，子系统 se 的有序度为 I0e ehj( ) ; 在复合系

统发展过程中的另一时刻 tk ，sc 的有序度为

Ikc cij( ) ，se的有序度为 Ike ehj( ) ，定义式( 2) 为经济增
长与碳减排复合系统的协同度。

Dk = sig·( )·
k
c cij( ) － I0c cij( ) · Ike ehj( ) － I0e ehj( )槡 ( 2)

当 cij( ) － I0c cij( ) ≥ 0且 Ike ehj( ) － I0e ehj( ) ≥ 0时，
sig·( ) = 1;否则 sig·( ) = － 1。由式( 2) 可知，经济
增长与碳减排复合系统协同度是基于时间序列的动

态分析得出的，Dk∈［－ 1，1］。当 Dk取正值时，其
数值越大表明当年的协同度越高，即两大子目标系
统实现协同发展;否则，认为两大子目标系统处于非
协同发展状态①。

2． 灰色关联模型
依据协同度模型，可掌握观测时段内中国经济

增长与碳减排的协同关系。进一步，探索影响复合
系统协同度的关键因素有助于提出有针对性的策
略。由于中国实施碳减排的时间尚短，相关数据不
够充分，如何通过有限数据挖掘有效信息来探索影
响中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度的关键因素? 灰色
理论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灰色理论最早由邓聚龙
教授于 1984年正式提出，该理论认为，尽管系统信
息不够充分，但系统必然是有特定功能和有序的，有
某种外露或内在的规律，可以从灰色系统现有信息

出发，探讨系统变化发展的规律［18］。基于灰色理论
发展而来的灰色关联模型常常被用于探讨系统内部
要素之间的联系。笔者拟构建灰色关联模型，计算
各因素与复合系统协同度的综合灰色关联度，以探
索影响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复合系统协同度的因素。

笔者以复合系统协同度为参照序列，记作 X0，

将其与复合系统中的各变量数列进行比较研究。其
他变量记作 Xi，Xi = { Xi 1( ) ，Xi 2( ) ，…，Xi n( ) } 。

在这里，i表示参照序列和比较序列的序列号，n 表
示时间序列中数值的个数。综合关联度的计算分为
3步:首先，计算灰色绝对关联度;其次，计算相对关
联度;最后，计算综合关联度。

3． 变量与数据
( 1) 变量选取
从实践层面来看，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

市化进程中，二者是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参考指标。

从理论研究来看，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具有相关
性，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19］，而产业结构
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20］，发达国家的产
业结构变迁一般都遵循着农业—轻工业—重基础工
业—重加工工业—服务业的产业配置顺序发展。因
此，笔者选取 GDP 增长速度、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
平来测度经济增长子系统的有序度，其中 GDP 增长
速度为正向功效指标，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为适
度功效指标。

GDP 增长速度，是国际通用的衡量一国经济综
合发展水平的指标，能够从宏观层面反映一国经济
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但这是以能源高速消耗和碳排放量急剧增长为代价
的。在低碳经济时代，如何在保持 GDP 持续稳定增
长的前提下实现碳排放量减少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产业结构，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当年 GDP 的
比重来衡量。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产业转型升
级时期，要着力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从国外来看，世
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占本国 GDP 的比重均
已超过 70%。笔者选取 2013年美国、日本、英国、法
国、德国 5个主要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比重的均值，即
75%作为该项指标的参考标准。

城市化水平，以当年城镇人口占年末常住人口
的比例衡量。中国当前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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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程是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
一环。从国外来看，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均
已达到 80%。同样，笔者选取上述 5 个主要发达国
家 2013年城市化水平的均值，即 80%作为该项指标
的参考标准。

根据日本学者 Kaya 在 IPCC 第一次研讨会上
提出的 kaya 恒等式［21］，碳排放量可分解为人口、人
均 GDP、能源强度和单位能源碳排放量 4 项的乘
积，该等式涵盖了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因此，笔
者拟选取能源强度、人均 CO2排放量、非化石能源比
重来测度碳减排子系统有序度，其中前 2 项为负向
功效指标，非化石能源比重为正向功效指标。

能源强度。根据 Kaya恒等式，碳排放量主要取
决于 GDP、能源强度以及能源结构，许多研究已经
证实能源强度是影响碳排放和碳强度的最重要因
素［22－23］。中国目前正处于碳强度减排阶段，依靠经
济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降低能源强度是实现中国碳
强度目标最重要的途径。

非化石能源比重。已有研究表明，能源结构是
影响碳排放和碳强度的另一个关键因素［24－25］。中
国政府明确提出在“十二五”期间实现非化石能源
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1．4%的目标。在资源环
境约束下，清洁能源开发与利用都有非常重大的
意义。

人均 CO2排放量。一般来看，人类可以通过技
术创新提高要素生产效率，实现能源强度和碳排放
量的下降，还可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的

优化降低碳排放量。但除此之外，还需要培养社会
公众的低碳生活理念，将节能减排落到实处。

( 2) 数据来源与处理
笔者选取 2000—2013 年中国能源消费及经济

增长相关数据进行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相关年份
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部分
数据如 GDP 是以 2000 年的不变价折算得出，二氧
化碳排放量则根据各类初次能源消费量计算得出。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具体测算公式见式( 3) 。

C =∑
n

1
miμi·

44
12

( 3)

mi 为第 i种能源折合成标准煤的消费量，μi 为
第 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常数项为碳排放系数转
换为二氧化碳排放系数的折算系数。初次能源的碳
排放系数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系数
为准，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分别为
0. 747 6、0. 582 5、0. 443 5吨碳 /吨标准煤。

由于数据计量单位不同，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
化处理。然后计算各指标的权重系数，参照王昆
等［26］的研究，笔者采取相关赋权法对各项指标进行
赋权，限于篇幅，具体计算过程不再列出。

四、实证结果

1． 协同度模型结果与解读
依据以上方法首先测算了 2000—2013 年中国

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复合系统的协同度，结果见表 1。

表 1 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复合系统的协同度与有序度

年份 复合系统协同度 经济增长协同度 碳减排协同度 经济增长有序度 碳减排有序度

2000 — — — 0. 018 7 0. 341 0

2001 0. 067 8 0. 027 8 0. 165 2 0. 046 6 0. 506 2

2002 0. 109 6 0. 072 1 0. 166 6 0. 090 8 0. 507 6

2003 －0. 033 5 0. 104 2 －0. 010 8 0. 123 0 0. 330 2

2004 －0. 104 8 0. 105 3 －0. 104 3 0. 124 0 0. 236 7

2005 －0. 132 9 0. 147 1 －0. 120 1 0. 165 8 0. 220 9

2006 －0. 159 5 0. 197 2 －0. 129 0 0. 215 9 0. 212 0

2007 －0. 150 0 0. 258 6 －0. 087 0 0. 277 4 0. 254 0

2008 0. 094 2 0. 158 3 0. 056 0 0. 177 1 0. 397 0

2009 0. 125 4 0. 180 6 0. 087 1 0. 199 4 0. 428 1

2010 0. 206 9 0. 221 8 0. 193 0 0. 240 5 0. 534 0

2011 0. 157 2 0. 207 4 0. 119 2 0. 226 1 0. 460 2

2012 0. 236 5 0. 195 5 0. 286 3 0. 214 2 0. 627 3

2013 0. 280 4 0. 224 6 0. 350 1 0. 243 3 0. 69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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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复合系统协同度及其解析

根据表 1，从整体来看，2001—2013 年中国经

济增长与碳减排复合系统的协同度先降后升。具

体来看，2001 年和 2002 年协同度为正但均小于
0. 15，协同度非常低; 2003 年到 2007 年协同度取

值小于 0，处于不协同阶段; 2008 年到 2013 年的

协同度均为正，且协同趋势得到明显提升。

2001—2013 年的符合协同度整体呈现出不规则的
“U”型，具体见图 1。

图 1 经济增长和碳减排复合系统协同度

根据表 1和图 1，在 2001 年和 2002 年，复合系

统协同度取值分别为0. 067 8和0. 109 6，协同度非

常低。不难理解，在低碳经济理念尚未被认知的早

期，经济发展为第一要义，经济增长与碳减排之间的

协同关系往往被人们忽略，两大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几乎处于无序发展状态。

2003—2007 年，各年份的复合系统协同度均

为负值。究其原因，自 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 WTO

后，中国经济开启新一轮的快速增长，出口规模不

断增大，同时房地产行业的崛起导致钢铁、水泥等

产品的生产与消费量激增使得中国能源消费迅速

增长。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两大

系统处于负协同的状态，经济增长是以碳排放的

急剧增加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2007 年中国成

为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便是最有力的

证明。

2008—2013年，复合系统协同度呈现波动上升

的趋势，且上升趋势明显。中国碳排放量的急剧增

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国际社会要求中国

承担碳减排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同时中国政府开

始实行碳强度减排，并制定了一系列碳减排目标。

另外，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受到较大冲

击，出口大幅缩减，但这也利于减少能源消费和碳排

放，提高碳减排子系统的有序度，一定程度上促使了

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协同发展。

( 2) 基于两大子系统的解析

中国加入 WTO、美国次贷危机和国家政策对

中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协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

响。在中国加入 WTO 之前，经济增长子系统和碳

减排子系统的有序度和协同度均较低。但随后，

经济增长子系统的有序度和协同度分别从 2001

年的0. 046 6和0. 027 8增长到 2007 年的0. 277 4

和0. 258 6，分别增长了约 5 倍和约 8 倍;而碳减排

子系统的有序度和协同度则分别从 2001 年的
0. 506 2和 0. 165 2下降到 2007 年的 0. 254 0和
－0. 087 0;而复合系统协同度在 2006 年更是达到

了极小值－0. 159 5。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加

入 WTO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推动了碳排放量

的急剧增长，在这一阶段，两大子系统几乎处于负

协同发展状态。

这种不协同发展的状态引起了世界和中国政府

的警惕。中国自“十一五”时期开始，正式实行一系

列的节能减排政策以扭转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

不协同的局面，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

上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2008 年到 2013 年，虽然

经济增长子系统的有序度和协同度分别有较小幅度

的下降，但碳减排子系统的有序度和协同度分别从
2007 年的 0. 254 0和 －0. 087 0上升到 2013 年的
0. 691 1和0. 350 1，最终复合系统协同度从 2007 的
－0. 150 0上升到 2013年的0. 280 4。

综上，2000—2013 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

复合系统的协同度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基本呈现不规则的“U”型曲线。虽然加入 WTO以

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度与碳排放之间呈现

负协同发展的状态，但随着中国政府开始制定切

实的碳减排目标并实施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中

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两大子系统的协同趋势正在

逐步形成。那么，究竟该如何保持这样的协同趋

势并逐步实现经济增长与碳减排之间的协同发

展? 解决这个问题的首要便是识别影响复合系统

协同度的关键因素。

2． 灰色关联模型实证结果与解读

根据灰色关联模型，算得各变量与复合系统协

同度综合灰色关联度，具体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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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变量与复合系统协同度的关联度

变量 综合关联度 绝对关联度 相对关联度

能源强度 0. 705 9 0. 797 9 0. 614 0

非化石能源比重 0. 597 3 0. 643 6 0. 546 4

GDP 增长速度 0. 530 6 0. 511 0 0. 550 1

产业结构 0. 529 4 0. 511 6 0. 547 2

城市化水平 0. 518 2 0. 502 5 0. 533 9

人均 CO2排放量 0. 514 4 0. 510 1 0. 518 7

根据表 2，在各变量中，与复合系统协同度综合
关联度最大的 2 个是能源强度和非化石能源比重，
二者与复合系统协同度的综合关联度分别为
0. 705 9和0. 597 3，显著高于其他变量，说明能源强
度和非化石能源比重对复合系统协同度的影响
最大。

能源强度对观测期间的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
发展的影响最大。这也证实了前人的研究，能源强
度在中国碳强度的下降中发挥了主要的积极作
用［22－23］。过去三十余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粗放，
以廉价的劳动力和高能耗为支撑。尤其是中国加入
WTO以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产品
在世界市场中多处于价值链低端，但却为国际社会
的碳排放埋单。对于“一带一路”的建设，在清洁能
源开发利用有限的情况下，要想着力降低碳排放量，
必须要降低能源强度，促进技术创新，控制高碳产品
的产量，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27］。

能源结构对碳排放量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多年来，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决定了
煤炭在中国初次能源消费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产
生了巨大的碳排放。但这也决定了中国有很大的潜
力通过优化能源结构来实现碳减排。实际上，碳强
度①可能是对碳排放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因素，如果
全球能源能实现去碳化，那么碳排放量将可以独立
于人口、GDP 以及能源强度 3 个因素，只受碳强度
的影响［24］376。中国政府在提出“十二五”期间实现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1. 4%的目
标后，又提出了 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 15%和
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 20%的战略目标。在
化石能源等资源日益稀缺的背景下，大力发展清洁
能源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更是抢占未来世
界竞争主导权的关键一环。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

“一带一路”战略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会增
加碳排放的增长，为了防止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打
“低碳牌”来遏制“一带一路”战略，中国需要打造一

个低碳化的“一带一路”战略。借鉴中国加入 WTO
以后碳排放量急剧增长的经验教训，笔者对经济增
长与碳减排的关系进行再研究，基于协同理论计算
了中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复合系统的协同度，并以
灰色理论为基础，探索影响该复合系统协同度的关
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 其一，2000—2013 年，中国
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协同度先降后升，协同度较弱
但整体趋势向好;其二，能源强度以及非化石能源比
重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的最重要
的 2个因素。

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时期，但这并
不能成为我们仍然走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老路的理
由。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经济将会迎
来持续稳定的增长，必须引以为戒的是，加入 WTO
短短几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了一倍多，经济
增长系统与碳减排系统之间呈现明显的不协同状
态。“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也将会掀起新一轮的
碳排放增长，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中国需要未雨绸
缪。笔者认为，降低能源强度与提高非化石能源消
费比重是实现经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的重要抓
手，具体来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融合“南北”优势，加快技术创新。技术
进步是碳减排的主要途径之一，“一带一路”战略作
为人类建设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
同体、命运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的重要载体，可以有
效促进南北合作。具体地，就是要加强技术研发与
合作，提高能源生产与利用效率，促使发达国家的资
金与技术参与到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与低碳经济
建设中去，实现二者的融合，促进全球碳减排与经济
增长的协同发展。同时，中国自身必须贯彻落实创
新驱动的发展战略，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要素生产效
率，挖掘经济增长源泉。

第二，开发清洁能源，促进“去碳”发展。在资
源锐减和气候环境恶化双重约束下，开发与使用清
洁能源，实现“去碳”化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
义。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主导国，受制于自
身能源禀赋等因素，其清洁能源消费比例不到
11%。但幸运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非常
丰富的风能与太阳能资源。例如，“丝绸之路经济
带”沿线国家多属于内陆型气候，太阳能资源丰富，
而中国西北边疆也有非常丰富的风电资源;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则具备着海上风电开发
与合作的巨大潜力。加强清洁能源领域开发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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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是打造低碳化“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立
足点。

第三，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增长质量。当前，
“一带一路”战略主要关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但这
些只是为沿线国家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所做的基
础工作。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促进可
持续发展是“一带一路”必然要面对的问题［28］。实
际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涵盖了三大古人类文
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恒河流域文明、黄河流域
华夏文明，人类在此创造了灿烂的文明。这些为发
展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业以及打造“一带一路”新
名片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借此，我们不仅可以将
“一带一路”建设成为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之路，更可
以将其发展成为一条文化传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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